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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權威關注」到「自我關注」：從多元文化諮商 
觀點看台灣遊戲治療師教養概念的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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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遊戲治療師從事兒童諮商工作，常需與家長探討教養概念，故需釐清自己的教養概念。台灣深受傳

統華人權威教養影響，因此台灣遊戲治療師可能具有權威教養成長經驗；相對的，現代教養概念富

含西方個人主義特質，與華人權威教養有諸多對立之處，遊戲治療師如何在生命經驗與專業之間取

捨？目前殊少文獻深究，為釐清此議題，本研究從多元文化諮商觀點切入，遵循建構主義典範，邀

請九位遊戲治療師接受半結構的深度訪談，以紮根理論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本研究發現受訪者大

抵經歷過不同程度的「權威關注」教養經驗，但是卻都一致地反抗權威教養；這其中顯露出一個轉

換的建構過程，亦即受訪者隨著年歲增長，在主動尋求或因緣際會裡，從祖輩、伴侶、師長、手足、

專業同儕、治療等關係中，獲得有別於權威／順從互動的「自我關注」之修正性經驗，使其自主性

提升，並且試圖將這種新的人際互動狀態帶回自己的親子互動中；惟，每位受訪者的內外在資源有

別，所以修正親子權威／順從互動的程度也就不一致；但只要有所修正，就會再強化對權威教養的

反抗，形成一個循環；本研究並據此結果提出討論。

關鍵詞：多元文化諮商、教養概念、紮根理論、遊戲治療師、權威關注詞：多元文化諮商、教養概念、紮根理論、遊戲治療師、權威關注：多元文化諮商、教養概念、紮根理論、遊戲治療師、權威關注

壹、緒論

一、遊戲治療師釐清自身教養概念的重要性

遊戲治療師常需與家長探討教養概念。家長在遊戲治療過程同時扮演兩種角色，其一

是共同案主，案主的求助議題常與家長教養方式或家庭功能有關，因此家長也常是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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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象；其二，共同治療師，由於家長負有教養責任，因此亦可成為家中的治療者（梁培

勇，2006）；Leblanc 和 Ritchie（1999, 2001）的後設研究顯示家長參與遊戲治療是最重要
的療效因子之一，顯示將家長納入遊戲治療的架構有治療上的意義。基本上，父母若能融

入遊戲治療、調整教養思維與方式，不管是透過親子遊戲治療（高淑貞，1998；Bratton, 
Ray, Rhine, & Jones, 2005）、或是親職諮詢（邱獻輝、林家興，2006），常可有效提升遊戲
治療效果；但是此舉涉及到案主教養系統的介入，故而經常遭遇治療的挑戰與瓶頸（高淑

貞、蔡群瑞，2009；曾璟婷，2005；黃梅芳，2008）。
治療師若欲有效克服家長介入的挑戰，除了釐清自己的專業信念之外，覺察自身的教

養概念與被教養經驗也相當重要，原因如下：其一，從個人專業理論建構的觀點來看，治

療師必須釐清自身的專業信念、生命經驗及個人哲學價值觀點之間的契合性，方能展現治

療效能（吳麗娟，2001；Strickland, 1969）；同理，遊戲治療師若要展現親職介入的效能，
亦應先釐清自身的教養概念及其實踐性，避免不一致的窘境──例如一方面對案主家長倡

導子女本位的教養概念，一方面卻以權威對待自己的子女。其二，治療師也需整理自己被

教養的經驗；原生家庭的成長經驗是治療師反移情的重要來源（林淑君、陳秉華，2002），
若未充分覺察與處理、致使反移情行動化（act out），將導致不良的介入結果（Friedman  
& Gelso, 1997）。因此遊戲治療師需要釐清早年被教養的經驗與內涵，俾使家長介入過程
的不當反移情降到最低。其三，遊戲治療師需提升自身的文化敏感度；治療師清楚自己的

文化價值思維不僅是多元文化諮商能力的成分之一（Sue & Sue, 2008），亦為倫理之規範
（Corey, Corey, & Callana, 2011），因此治療師需要澄清自己的教養概念及其文化意涵。尤
其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的規範與價值觀是教養的重要內涵（Chao, 1994; Harkness & Super, 
2002; Hulei, Zevenbergen, & Jacobs, 2006），因此台灣遊戲治療師成長過程所經驗到教養
方式、目前實踐的教養概念，皆可能具有文化的特殊性，倘若這些概念未能契合於治療理

念，可能出現治療理念與介入之間的斷裂，不僅在家長介入時無法清楚覺察自己的意圖，

亦可能阻礙家長教養對案主問題影響的概念化及有效策略的研擬。

在本研究的前導研究中，研究者嘗試從台灣遊戲治療師個人治療理論建構的觀點出

發，探討生命經驗與治療理念的關連，在相關議題中，發現受訪者分享自身與案主被權威

教養經驗時的反對情緒最強烈、內容也最豐富。故本研究聚焦於此，探究台灣遊戲治療師

如何以自身的權威教養經驗為基礎，實踐遊療中以子女為本位的教養介入？以下擬就華人

權威教養、遊療的教養概念、變遷中的華人教養等進行文獻探討。



119從「權威關注」到「自我關注」

二、台灣傳統社會的華人權威教養概念

台灣社會受到傳統華人文化的影響相當大。台灣歷史可溯源荷蘭、明鄭、清領等時

期，彼時的社會皆以儒家文化做為主流思維（連橫，1994），爾後日本殖民期間儘管受到
皇民化教育，民間兒童啟蒙教材仍以三字經、千字文、幼學瓊林、四書、詩、書、易、左

傳等為主（林文寶，1998；陳金田譯，1996；東方孝義，1942）；顯示台灣傳統教養概念
深具華人儒家的特徵，試彙整如下：

首先，階層角色的訓練與實踐：在父子上下傳承的家庭結構（Hsu, 1985）、權威性孝
道的「抑己順親」與「護親榮親」觀念下（葉光輝，2009），傳統華人父母具有合法的親
職權力與義務，可以透過角色訓練將親子關係階層化。這種人倫關係的實踐，使得「親疏」

與「尊卑」成為台灣民眾建構角色規範的重要向度（莊耀嘉、楊國樞，2007），並且展現
在親職教養過程中。

值得注意的是階層角色也顯現在重男輕女的教養概念上。在傳統華人父權思維、養兒

防老、克紹箕裘、密集勞力的需求脈絡下，男孩成為傳承家族血緣與事業者；男丁興旺不

僅是家族榮譽（面子）、也是孝道表現（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楊國樞，2004）；加上男女
有別、三從四德等思維的教養實踐（黃嫣梨，2008），自然就營造出男尊女卑的教養氛圍。
其次，嚴教與慈愛：傳統華人教養深具教誨、訓練、融入等特質（Chao, 1994）。雖然

傳統華人與西方權威教養都有專制、嚴厲等外顯特徵（Ho, 1986; Lin & Fu, 1990），但其內
涵並不相同（Chao, 1994）。事實上，華人除了嚴教，在情感上也講求強烈的親子連結（Liu 
et al., 2005）、溫暖與接納的態度（Chen et al., 1998），因此即使在嚴教脈絡中，子女的幸
福感仍然相當高（Stewart et al., 1998），凸顯著父慈子孝之理想氣氛；雖然傳統華人父母
會嚴格約束、禁止、甚至體罰幼童主動與探索的行動（尤其性與攻擊行為）（Ho, 1986），
但是林文瑛與王震武（1995）彙整教養古籍後，發現傳統華人強調的是嚴教，體罰只能
算是嚴教的流俗觀點與措施。此皆迥異於西方所稱的權威教養，其意指拒絕、不信任、冷

漠、敵意等特質（Baumrind 1996; Maccoby & Martin, 1983）。
再者，兩極化的兒童教養觀點：傳統華人認為 4 -6歲前的幼童年幼無知，所以採取高

度寬容的教養措施，尤其是口腹之慾的滿足；惟，此階段的親子關係雖然親近，但主要是

考量保護與生理照護，並非滿足兒童的情感需求（Ho, 1986）。稍後，兒童六歲起即被視為
小大人，教養方式丕變，父母改以嚴教督促兒童實踐社會義務（尤其是孝道）；此種嚴教

反映著明清新儒家主義的小學教育精神（7-11歲），認為兒童只要被填滿聖哲思想，錯誤
觀念就沒有容身之處（Sarri, 1990）；這種強調外控的灌輸頗為契合儒家四書所強調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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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兒童的發展（Lin, 1988）、也相仿於傳統教養典籍偏向兒童他律之觀點（林文瑛、王震武，
1995；Lin, 1998）；近年來，強調父母型塑、子女被動的教養立場，仍持續影響台灣家長（林
惠雅，1999）。

就巨觀的歷史文化觀點來看，華人權威教養有其文化脈絡與意涵，而且與家族內人我

關係息息相關。傳統華人在精耕農業、地少人多、農務繁重、經濟資源不足的環境中，促

使家長須有絕對的權威與階級，方可穩定家庭、統馭家族生產與消費分配的糾紛（黃仁宇，

1993；楊國樞，1981），這種家長的控制權遍及家庭經濟、成員思想、家規家法、尊卑等
級（王玉波，1988），華人子女在此種文化氛圍中，也就很容易被訓練成自我抑制、服從
權威的特質（Kao, 2005）。

三、遊戲治療的基本概念與隱含的文化價值

遊戲治療意指根據心理治療理論，以遊戲歷程做為媒介，協助案主揭露自己的想法、

情感、經驗與行為，在具有療效的關係中，達到心理社會困擾的預防或解決（台灣遊戲治

療學會，2012；Landreth, 2002; O’Connor, 2000）。
兒童遊戲是一種本能驅使的活動，其透過豐富的想像、假扮過程，操弄物件來滿足自

己的需求。基本上，遊戲本身就是完整的，不需外在酬賞即可進行；同時遊戲並沒有獲取

新資訊的目的，也無需事先規劃工作導向的任務目標，其過程自然就會流動（flow），讓
個體的行動與覺察融合成注意力的中心，同時將自我的信念、情感與行為模式顯露出來。

因此「玩具」可視為兒童的語彙，「玩」視為兒童的溝通方式，用以進行遊戲治療（Amster, 
1964; O’Connor, 2000），如此即可讓兒童透過自發性的遊戲來突破語言的限制，助其表達
出內在的情感和態度，免於語言、認知能力的限制；同時透過治療師的接納和同理，讓兒

童案主在安全的感受中覺察到自己的狀態、整理自己的思緒、做出自我的決定，不會因

為社會壓抑（social inhibition）的預期而畏縮。所以遊戲治療就是營造出具有治療性的氣
氛，讓案主在玩的過程得以自發性表達出困擾情境，將自身心理社會的創傷經驗重新建構

（Erikson, 1964; Landreth, 2002; O’Connor, 2000）；就治療歷程來看，遊戲治療所產生的淨
化、洞察、促進發展、學習、移情／反移情、認知結構的改變、治療關係等要素，就成了

療效的因子（劉焜輝，1996）。
從上述所述的治療原理可知：遊戲治療強調兒童的主觀想法和情感的自發與自主表達，

故其內在特質就是自我評價（self-judgment）的重要基礎。這種建立在「我想到的、我感受
到的就是我」（I am essentially what I think and feel.）哲學觀點，框架了兒童人格與社會心
理適應的觀點（Suh, Diener, Oishi, & Triandis, 1998），進而以個人需求做為適應問題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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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並以發展自我的特質、實踐自我作為治療目標（Coleman, Parmer, & Barker, 1993）。
此皆透露出濃厚的西方白人中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價值觀點（Bernal & Castro, 1982）。
就遊戲治療的本質來看，其與現代西方教養觀點是互通的。Mead（1976）曾彙整西

方重要的教養理論，包括 Freud的精神分析觀點、Gesell的螺旋發展論、Skinner的行為
論、Piaget的認知發展論、Bandura的社會學習論、Rogers的存在現象學觀點。綜合 Mead
的整理，現代西方的教養特徵有二：其一，子女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的成長需求，教

養者應認識、接納這些需求，並且培養子女不同階段所需的技能。其二，父母影響子女甚

深，但父母不宜將自己的視野強加在子女身上；反之，應以子女為中心、採取尊重、等待、

陪伴等方式，協助子女展現自我特質（Baumrind 1996; Goldenberg & Goldenberg, 2008; 
Stern, 2009）。
因此不管是遊戲治療或現代西方的教養概念，都是實踐個人主義對健康人格的看法：

透過教養歷程培養兒童自我的抉擇、責任、個人成就，主張突顯個人的能力／潛能、情感

與需求（Markus & Kitayama, 1991; Sampson, 1988; Triands, 1995）。為了培育這些特質，
父母宜經營出民主、溝通、規範、界線清楚、尊重子女需求的教養氣氛（Baumrind, 1996; 
Olson, 1995），聆聽子女內在需求，陪伴子女整理自己的想法，並訓練子女在自我選擇之
後，承擔與其年齡適配的責任，以培養出自信、獨立、積極主動等工具性的特質（邱獻輝、

林家興，2006）。

四、台灣社會變遷中的權威教養觀念

近年台灣社會劇變，經濟奇蹟、政治解嚴、總統直選、兩岸關係緩和，加上個人主義

全球化的影響，傳統華人權威特質已鬆動、自我取向則不斷增強（Yang, 1986, 1996）。儘
管在教養上仍持續保有傳統的權威控制特徵，但是對子女的訓練已經不若傳統嚴厲（Shek, 
2007），同時民主教養已成為普遍教養方式之一了（例如郭淑雅，2007）。就文化的動態建
構觀點（dynamic constructivist approach）來看（Hong, 2009; Hong, Levy, & Chiu, 2001; 
Hong, Morris, Chiu, Benet-Martinez, 2000），顯然是相當合理的。

Hong（2009）認為文化對個體的影響，關鍵在文化特質的活化（activation）。活化的
原則有三：其一是可取得性（availability），意指文化中具有某種成分要素。其二是可接
觸性（accessibility），某種特定的要素常普遍存在不同文化裡，只是不同文化對該要素的
使用頻率不同，造成可接觸性的差異。其三是可應用性（applicability），指個體檢核出最
有效的文化要素，將之應用在目前待解決的問題。從 Hong（2009）的理論來理解台灣目
前的多元教養狀態，可推知權威、威信等教養要素可能早已涵括在台灣華人的教養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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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取得性），權威教養在傳統社會脈絡中之所以較常被使用（可接觸性），是因其比較

能符合當時的需求（可應用性）。然而，隨著型塑華人權威之精耕農業、父系傳承、階序

結構等社會經濟結構消失後，權威的功能也隨之縮減（可應用性）（楊國樞，2002；Yang, 
1996），則權威教養隨之式微（可接觸性）；反之，當台灣走向民主，重視個人特質與尊嚴
的價值觀開始出現（可取得性），新世代父母也就逐漸實踐對等、對話等教養概念（可接

觸性），用以處理孩子的問題（可應用性）（王鍾和，2003）。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台灣社會的權威特質雖然削弱，但仍潛藏在深層心理結構中持續

發揮影響力。例如有研究顯示華人父母「管／訓練」的教養方式與威信型、專制型教養同

時高度相關的多元現象；亦即威信型和專制型此兩種看似相對的教養概念與方式，卻同時

成為現代華人的教養選項（Chen & Luster, 2002），一方面採取引導與雙向溝通的教養策略，
一方面若是子女仍缺乏自制力、社會性低，甚至牴觸家長權威、家庭連結等深層文化結構

時，父母還是會採取斥責、體罰等強制措施（林惠雅，1999；Chen & Luster, 2002）。這似
乎意味著台灣社會目前可能同時存在著傳統與現代雙元教養概念並立的現象。

五、從多元文化觀點探索遊戲治療師的教養概念

綜上所述，目前在台灣執業的遊戲治療師，在成長與專業訓練過程中，理應分別經歷

到傳統權威與現代民主教養的概念；這兩者有其牴觸之處，治療師如何將之轉化、整合、

建構出一套令其認同並具有實踐性的教養概念？站在本土遊戲治療的立場，這是個重要的

議題，故本研究擬從多元文化觀點出發，探究以下兩個研究問題：

1. 台灣遊戲治療師的原生家庭教養生命經驗為何？
2. 台灣遊戲治療師的教養概念在多元文化衝擊下，出現的轉化歷程為何？

貳、研究方法

一、方法學的考量

質性研究者宜熟悉自身研究作品的科學哲學基礎（Annells, 1996）。Denzin和 Lincoln
（1998）認為從事研究宜從科學典範（paradigm）的哲學層次著手，才能有效理解研究意涵，
並且藉由典範的立場來引導研究假設，以及選擇工具、參與者、研究方法。在研究典範

上，本研究遵循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原因有二：其一，研究者認同建構主義的世
界觀，主張沒有唯一真相、知識是透過社群的對話而產生。其二，在知識論上，本研究涉

及文化議題與受訪者的生命經驗，都是屬於多元存有之現象，因此研究設計宜透過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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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演繹、詮釋之循環驗證過程（參見吳芝儀，2000；Guba & Lincoln, 2005），此亦符
合研究者的認知風格。本研究旨在建構構念架構，藉以理解台灣遊戲治療師教養概念的發

展與內涵，故適合採取紮根理論。雖然紮根理論當初立基於後實證主義，但是發展至今已

適用各種研究典範；建構主義典範的紮根理論強調多元觀點的存有與知識共構，此乃與其

他典範的紮根理論分析之差異所在（Fassinger, 2005; Ponterotto, 2005）。

二、研究參與者

（一）受訪者

為了獲得最大強度的資訊量，本研究以立意取樣、滾雪球方式篩選有心理師執照、兩

年以上台灣實務經驗之遊戲治療師作為受訪者。共徵得九位遊戲治療師，年齡分配從 28-47
歲，平均 36.5歲，遊戲治療年資分別為 3-13年，平均 6.8年，每位受訪者都接受 2-3次訪
談、每人每次訪談2-4小時，平均每人接受訪談的時數約4.5小時。其基本資料如表一所示：

表一　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性別
訪談

次數

訪談總

時數
年紀

遊療

年資
學位 認同的學派 職業機構

A 女 3 6小時 40~49 9 碩士 兒童中心／精神動力 社區機構

B 女 3 6小時 25~29 3 碩士 兒童中心 社區機構

C 女 2 4小時 30~39 4 博士候選人 兒童中心／精神動力 醫療體系

D 女 2 4小時 30~39 4 碩士 精神動力 小學、家扶中心

E 女 2 4小時 30~39 5 博士候選人 兒童中心／精神動力 駐校、社福機構

F 女 2 4小時 40~49 13 博士候選人 兒童中心／精神動力 小學、駐校

G 女 2 4小時 30~39 8 博士候選人 兒童中心／認知行為 小學、家扶、診所

H 女 2 5小時 30~39 8 博士 兒童中心 社福機構

I 男 2 4小時 30~39 8 博士候選人 兒童中心 社福機構

（二）研究者

研究者畢業於師專輔導組、獲有諮商心理學博士。曾在國小服務五年，期間皆在輔導

室協助輔導學生，擔任過兩年輔導室組長，對兒童輔導工作頗為熟悉。研究者在育有子女

之後，對兒童適應議題更加關注，故博士進修時將遊戲治療列為進修重點之一，撰寫本研

究前約累積七年的遊戲治療經驗，工作場域主要在小學與醫療體系；亦曾發表過三篇融合

遊戲治療、親職諮詢、文化考量的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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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成長於傳統華人家庭，清楚感受到華人權威教養與現代西方民主教養的差異，

促使研究者關注於教養概念對兒童案主適應的文化考量。研究者認為治療師介入家長教養

概念前，宜先釐清自身教養概念所植基的文化脈絡與其意義，使自己的教養概念與遊戲治

療理念互相適配，使能有效協助家長覺察自己與子女成長背景的文化差異、省思教養概念

與其子女適應的關連，並且考量子女特質、同儕習性、學校教學氣氛，選擇有利於子女適

應的教養觀點，俾使家長扮演協助子女適應的工具，並與遊戲治療搭配、發揮事半功倍的

治療效果。

（三）協同分析者

協同分析者 40歲，女性，諮商心理師，曾任職公立醫院心理師十二年，目前於付費
診所執業遊戲治療、國小駐區心理師。曾在美國進修、工作共四年半，取得臨床社工碩士

學位後，曾於當地社區機構任職一年，在兒童中心取向的督導下進行遊戲治療，對象包括

華裔、東南亞、英裔、西班牙裔的兒童。返台後仍積極接受督導、參與國內外研討會與工

作坊。協同分析者在攻讀碩士期間，多元文化議題就是重要課程內容，使其對東西文化差

異不僅有所體驗、並且頗為關注。協同分析者先前曾參與兩個質性研究的協同分析，對質

性研究感到興趣。

三、訪談大綱

本研究訪談大綱如下：

1.您在幼年成長過程中，體驗到的教養經驗為何？
2.接上題，上述的經驗傳遞著哪些價值觀？
3. 如果您成長在權威教養與自我抑制的氣氛中，但是所接受的遊戲治療訓練卻強調自
我想法、情感與需求之表達，您如何在兩者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4.假如您的教養觀念相似於原生家庭，請分享支持您這些觀念的重要事件經驗。
5.假如您的教養觀念不同於原生家庭，這種轉變是受到哪些經驗的影響？

四、資料蒐集

資料蒐集與分析是交替進行的。第二位受訪者之後的訪談方向是建立在先前訪談文本

分析的暫時結果之基礎；訪談結束以分析所得的概念不再增加（飽和）為判準。資料蒐集

策略有二：其一，如同一般質化研究，採取半結構、漏斗式訪談程序，實踐知後同意、理

論取樣、追蹤訪談等原則（Corbin & Strauss, 2008）。其二，為了實踐建構主義的知識共構
精神，研究者根據 Charmaz（2000）建議的建構主義訪談精神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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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期間不斷閱讀文獻，整理自身的生命經驗、教養概念、實務經驗與治療觀點，俾使訪談

過程除了專注受訪者的表達內容，亦能適時提問、辯證、緊扣文本的意義脈絡、持續深入

對話。以下具體說明本研究的資料蒐集策略：

（一）透過邏輯性的問題進行探詢

為了避免過度引導、但是又要使訪談具有對話效果，研究者總是讓受訪者先自發性表

達，再以該內容為基礎，進一步試探性的提問。試以「一體感對權威教養方式的影響」為

例：研究者並不主動提此概念，待受訪者述及相關現象才探問：關於這一個現象，您有哪

些經驗？

（二）透過「對照方式」讓文化信念現形

本研究受訪者初始受訪時常抱怨訪談問題很困難，這是因為文化經驗像空氣般難以意

識，但只要簡單地深呼吸、信手一揮，即可感到它的存在。「對照方式」就具有「深呼吸、

信手一揮」的效果。該策略的步驟如下：其一，請受訪者從訪談大綱中挑選最有心得、最

想分享的題目做為訪談的開端，俾使其順利進入訪談狀態。其二，受訪者常會先分享自己

所認同的治療理念；這是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因為受訪者早年皆生活在權威教養環境中，

但是目前卻認同「自我關注」的觀點。這其中可能有轉折，因此研究者就會接著請受訪者

分享：從傳統權威到自我關注的教養轉換經驗歷程是如何進行？通常就可獲得豐富的文本

資料。

（三）提供線索，刺激受訪者的經驗浮現

本策略的方式有二：其一：請受訪者分享文獻／刻板印象所述的生活經驗，例如研究

顯示華人父母比較權威，您個人有如此的成長體驗嗎？其二，運用訪談文本分析所得的暫

時性論點，例如初步分析結果顯示：受訪者認同的治療理念常跟其生命經驗有關。因此在

聽完受訪者分享認同的治療理念後，就會進一步探詢：你是否有些生命經驗或者實務體驗，

可以作為你認同這些理念的基礎？

（四）研究者的自我揭露

建構主義強調對話，故而研究者亦是知識共構者之一，因此可用自身經驗作為資料蒐

集的基礎（Strauss & Corbin, 1994, p.278），適時自我揭露，激發受訪者相關或不同經驗的
回憶、並降低其可能的陌生與威脅感。此策略頗為有效，例如受訪者 D聽研究者自我揭露
後就較能夠流暢分享：你說你開始接觸諮商輔導的經驗，我蠻有同感的是我跟你一樣，有

很多類似經驗⋯（D1:016）。⋯（D1:016）。（D1:016）。D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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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分析

資料分析主要遵循 Corbin和 Strauss（2008）的建議，但也根據所需進行調整。

（一）逐字稿整理

繕打逐字稿的助理事先已簽署保密約定，繕打後由研究者校閱。為了便於分析與討

論，九位受訪者根據訪談順序分別以 A-I作為代號，代號後第一個數字指第幾次訪談，第
二到四個數字指該次訪談中的發言次數；以 I2:102為例，意指該段文字引自Ｉ第二次受訪
時的第 102次發言。

（二）協同分析的原則

對文本進行對話性的理解就是知識共構的實踐，因此協同分析可謂是本研究實踐建構

主義的策略之一。本研究協同分析原則如下：其一，始於開放譯碼之初、止於選擇譯碼結

束之時。其二，預期共識較高的分析過程，例如意義單位的劃分與命名，由雙方先各自分

析，再討論差異之處；預期意見容易分歧者，例如合併初層次概念、抽取較抽象的概念，

雙方就其直接討論。其三，雙方有歧異時就回頭檢視文本；倘若文本意旨難辨，則由研究

者與受訪者聯繫澄清，並且每兩週一次定時與第二作者討論；若仍無法取得共識，則列入

摘記，靜待更多的資料補充說明。

研究者與協同研究者在每份逐字稿初步分析的一致性大約 85-95%，並且會就差異之
處討論、取得共識。協同分析者對本研究的貢獻卓著：其一，彌補研究者僅在台灣求學、

進修、執業的可能侷限。其二，敬業投入；資料分析期間，每週討論兩次，每次三小時，

共歷時一年三個月，討論總時數超過三百小時。協同分析者每每與研究者有歧異時，總是

據理力爭、與研究者對話、辨證，此頗有助於分析的深度。

（三）開放譯碼

本研究開放譯碼程序如下：首先是定義現象，為了避免去脈絡化，所以段落選取會含

括事件背景。其二是發掘範疇，逐一將指涉同一現象的概念群聚起來，由一個層次較高、

較抽象的概念統攝之，例如家庭成員的階層化、親子一體感、嚴教三者即構成家長本位的

教養。其三，辨認概念的變異範圍。這個步驟需要先辨識每個範疇的性質與面向（參見表

二），然後將案例在面向的連續光譜上加以定位，以便將範疇與副範疇串聯，例如受訪者

D在阻礙親子間自我關注的因素之外顯行為與內隱概念的面向位置分屬頻率低、弱，使其
比較容易突破權威教養的親子關係，此即可構成一個面向剖析圖（dimensional profile）；
然後數個剖析圖即可組成一種型態（pattern），例如分析發現：受訪者經歷修正性經驗之後，
都會試圖將此種經驗遷移到自己的親子關係中；但是每個受訪者的內外在資源不同，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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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的順利性就會有變異。

為了增加理論觸覺，本研究運用各種紮根理論的比較方法，例如雖然多位受訪者在權

威教養下有受苦經驗，但亦有受訪者有正向成長經驗，此時就會比較權威教養對其影響的

各個面向與背景。當然為了便於比較，本研究抽樣時就已盡量擴張文本內涵的變異性，例

如，分析之初為了區辨年齡（時間）因素對權威關注成長經驗的影響，在邀請四十餘歲的

第一位受訪者之後，第二位受訪者遂找二十餘歲者進行近端比較，結果發現兩者皆有相同

經驗；接下來為了進行凹凹凸凸（the flip-flop technique）的比較，第三位就改以尋找自認
為非在權威教養下成長的受訪者。

表二　範疇的性質與面向之舉例

次  範  疇 性　　　質　　　 面　　向

阻礙親子間自我關

注的因素

外顯行為（對父母：權威順從關係依然堅韌）

內隱概念（對子女：難以擺脫內化的權威教養）

頻率高⋯⋯頻率低

強⋯⋯弱

突破權威教養的親

子關係

與父母重構親子關係

建構自我關注的教養關係

順利⋯⋯波折

順利⋯⋯波折

（四）主軸譯碼

為了把次範疇聯繫成概念的組合，遂以 Strauss 與 Corbin（1990）的譯碼典範進行分析：Strauss 與 Corbin（1990）的譯碼典範進行分析：與 Corbin（1990）的譯碼典範進行分析： Corbin（1990）的譯碼典範進行分析：（1990）的譯碼典範進行分析：1990）的譯碼典範進行分析：）的譯碼典範進行分析：

（A）因果條件→（B）現象→（C）脈絡→（D）中介條件→（E）行動或互動的策略→（F）A）因果條件→（B）現象→（C）脈絡→（D）中介條件→（E）行動或互動的策略→（F））因果條件→（B）現象→（C）脈絡→（D）中介條件→（E）行動或互動的策略→（F）B）現象→（C）脈絡→（D）中介條件→（E）行動或互動的策略→（F））現象→（C）脈絡→（D）中介條件→（E）行動或互動的策略→（F）C）脈絡→（D）中介條件→（E）行動或互動的策略→（F））脈絡→（D）中介條件→（E）行動或互動的策略→（F）D）中介條件→（E）行動或互動的策略→（F））中介條件→（E）行動或互動的策略→（F）E）行動或互動的策略→（F））行動或互動的策略→（F）F））

結果。此階段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嚴謹地貼近資料去問問題、比較、探索範疇間的關係、

再回到文本資料確認，例如：當分析發現受訪者都有從修正性經驗重建人我關係、突破權

威教養的親子關係時，就會問：兩者有因果關係嗎？但發現文本資料並非如此，就會繼續

問：是否有何中介因素存在？同時，研究者也會從案例的面向定位過程中，找出面向的趨

勢和可能的改變歷程（process），例如為了檢視受訪者權威順從的發展歷程是否存在，研process），例如為了檢視受訪者權威順從的發展歷程是否存在，研），例如為了檢視受訪者權威順從的發展歷程是否存在，研

究者就提問：倘若權威教養經驗造就了受訪者「權威關注」的人際互動模式，這種互動模

式是否會改變？如何改變？透過這些問題的引導，研究者發現從修正性經驗重建人我關係

會有條件地突破權威教養的親子關係（參閱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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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擇譯碼

本文係根據第一作者博士論文部分內容改寫。雖然完整博士論文遵循 Corbin 與 
Strauss（2008）的建議，繼續完成選擇譯碼程序，但是因為擷取篇幅的限制，無法在本文
看到此一歷程與結果，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邱獻輝（2009）。

六、研究品質的評估

本研究品質的檢核包括信實性（trustworthiness）、真誠性（authenticity）、研究倫理
（Guba & Lincoln, 1989; Lincoln, 1995; Lincoln &Guba, 1985）。

（一）信實性

信實性是紮根理論研究作品最常使用的評估標準，包括可確信性（credibility）、可
轉移性（transferability）、可靠性（dependability）與可確認性（confirmability）（Lincoln, 
1995），以下說明本研究所採取的品質把關措施。

首先，在可確信性採取四個策略：其一，協同分析。其二，研究者長期投入與持續觀

察，包括長期浸潤在多元文化諮商與遊療文獻、研討會、實務工作。其三，闡釋學的循

環：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會先讀完整篇逐字稿、掌握整體印象，再思索意義段落；同時，

檢視整體分析結果時，也會不斷回到細部資料進行檢核。透過「思想互構」將細節的深描

和宏觀的結構結合起來。其四，成員檢核：分析完成後，研究者將逐字稿與分析結果交付

受訪者，敦請檢核，並且回答三個問題：

1.本研究所引用的段落，確實是出自您所表達，沒有被斷章取義？本研究所引用的段落，確實是出自您所表達，沒有被斷章取義？

2.每個標題與所引用的段落彼此契合的程度？每個標題與所引用的段落彼此契合的程度？

3.研究者對引文的輔助說明具有適切性的程度？研究者對引文的輔助說明具有適切性的程度？

就統計結果來看，九位受訪者認為上述三個問題的符合度在 90%~100%之間，總平均
95.91%，三個檢核題目的平均百分比在 95~97%之間。

其次，為了提升可轉移性，研究者總是盡力深描（thick description）概念的背景脈絡，
充分引用文本段落、並透過清楚的引導和說明來幫助讀者理解，以期讓讀者被觸動、產生

共鳴、甚至調整自身的基模。再者，在可靠性方面，由於紮根理論有其不穩定性設計之特

徵，為了確認資料蒐集與分析程序是可接受的，研究者嚴守 Corbin和 Strauss（2008）建
議的分析態度：其一，所有研究結果的概念皆源於原始資料。其二，透過不斷比較、問問

題來增加理論觸覺，使內部的歧異性、複雜性及其意義關聯性達到最大。其三，善用摘

記、圖表的輔助，強化範疇間的性質、面向之連結。最後，在可確認性方面，本研究嚴守

協同分析、成員檢核、遵循譯碼程序、確實撰寫研究摘記等，因此可以確認從資料發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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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理論具有邏輯性（Lincoln & Guba, 1985）。

（二）真誠性

相對於信實性源自實證主義，真誠性乃源自建構主義的精神（Guba & Lincoln, 2005）。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擷取公平性（fairness）、本體的真誠性（ontological authenticity）、教
育的真誠性（educative authenticity）作為評估標準，評估的方法包括檢核表與檢核訪談。
首先，提高公平性的做法包括：其一，訪談過程讓受訪者暢所欲言，並且留意、處理

辨證過程可能出現的不舒服。其二，研究者與協同分析者彼此監控，讓各種觀點皆能進入

分析過程。其三，結果報告中相似的概念，讓每位受訪者被引用段落的機率盡量平均；個

人獨特經驗者則被完整呈現。公平性的客觀檢核是在完成分析後，將完整報告寄給受訪者

審閱，並詢問：您在訪談稿中涉及權威教養的意見，被完整呈現、無遺漏？九位受訪者的

同意程度在 90% ~ 100%之間，平均 96.89%。顯示受訪者頗為認可本研究之公平性。
其次，本體真誠性，為了擴展受訪者對研究議題的意識，研究者在研究過程總是持續

與受訪者對話、辯證（不是教導）、催化其進一步思考本研究議題。本研究客觀評估本體

真誠性的問題為：在本次檢核過程，您閱讀到其他人的觀點，有助於您加深對此議題的理

解？九位受訪者評估符合度在 90%~100%，平均 95.33%。顯示此效度良好。此外，在檢
核訪談中 I的分享如下：

我過去對於權威的理解，就是比較是單薄一點，你（的報告）把這件事情寫得比

較豐富；其他人逐字稿裡講的事情跟我內心的想法，會有一些地方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就會比較持續去思考生活中各個面向中的影響⋯⋯權威順從不只落在我跟⋯⋯權威順從不只落在我跟權威順從不只落在我跟

我的爸媽之間，也可能會落在我跟我的太太、我小孩、我的學生⋯⋯都是檯面下⋯⋯都是檯面下都是檯面下

的影響（I2:102-104）I2:102-104））

最後，在教育真誠性的檢視上，為了釐清受訪者對週遭他人之複雜性的覺察與接納，

客觀評量為詢問受訪者：由於本研究的訪談，到目前為止對本議題的多元性有更多尊重，

並產生更精緻化的觀點。九位受訪者評估符合度在 90%~100%之間，平均 95.89%。顯示
教育真誠性之效度良好。在檢核訪談中，D的分享如下：

我有幾個地方覺得你的分析幫忙我蠻多的⋯⋯我從來不知道權威教養後面的價值⋯⋯我從來不知道權威教養後面的價值我從來不知道權威教養後面的價值

觀⋯⋯下次對待家長，我若覺得他有權威性時，只要掌握原則，跟他應對時就比⋯⋯下次對待家長，我若覺得他有權威性時，只要掌握原則，跟他應對時就比下次對待家長，我若覺得他有權威性時，只要掌握原則，跟他應對時就比

較能溝通⋯⋯.原來面子很重要，我們就不要太否定他⋯⋯我就比較不會用那種⋯⋯.原來面子很重要，我們就不要太否定他⋯⋯我就比較不會用那種原來面子很重要，我們就不要太否定他⋯⋯我就比較不會用那種⋯⋯我就比較不會用那種我就比較不會用那種

反感的心情面對權威家長（D2:262）D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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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倫理

建構主義主張主客一元論（monism）與社群互動是知識建構的關鍵，故研究關係是研
究品質的重要指標（Lincoln, 1995）。本研究主要的作為在對等與互惠性：其一，自願與公開，
訪談前讓受訪者了解研究目的和性質，可隨時退出、拒絕受訪資料被使用。其二，基於保

密原則進行的匿名處理。其三，公平回報，研究者本著珍惜、感謝、尊重的態度分析文本，

提供小禮品、論文報告給受訪者，承諾往後若有回饋的機會，將盡力為之。此外，由於受

訪者參與研究過程亦獲得個人生命經驗的澄清、整理與連結，亦可視為相互性倫理的實踐。

參、研究結果

本研究結果有三個主要範疇：家長本位的教養、權威教養的成長經驗與回應、突破權

威關注的生命轉換經驗。

一、家長本位的教養

此範疇包括家庭成員的階層化、親子一體感、嚴教等次範疇，分述如下：

（一）家庭成員的階層化

此指家長與子女根據各自的角色行事，呈現明顯的上下層關係，親代居上、子代居

下，子代必須對親代恭敬順從、不得違反親代的旨意。

回到家庭裡，你就要兄友弟恭啊⋯⋯階級啊，對父母親有一定的一個，就是不能⋯⋯階級啊，對父母親有一定的一個，就是不能階級啊，對父母親有一定的一個，就是不能

忤逆啊、不能頂撞等等（I1:063-066）。I1:063-066）。）。

因為他是爸爸就得服從⋯你要挑戰某些東西都會覺得有點困難（I1:192）。⋯你要挑戰某些東西都會覺得有點困難（I1:192）。你要挑戰某些東西都會覺得有點困難（I1:192）。I1:192）。）。

倘若子女與家長意見相左、甚至衝突時，總得順從家長，故時有委屈與無奈；此廣泛

存在各個生活層面，試舉升學志願為例：

我跟爸爸很大的一個衝突，是當年考國中考高中時，我第一年就考上 XX了，但XX了，但了，但

因我差一分沒有考上 YY，我爸逼我去重考。（H1:197）YY，我爸逼我去重考。（H1:197），我爸逼我去重考。（H1:197）H1:197））

其次，另外一個家庭成員的階層化則顯現在重男輕女。

我們家從小就重男輕女，哥哥可以做的事我們不能做⋯我媽的理由他是男生⋯我⋯我媽的理由他是男生⋯我我媽的理由他是男生⋯我⋯我我

媽買好吃的水果放在冰箱，只有哥哥拿來吃不會被罵。（F1:094）F1:094））

（爸媽）對於女生都不是很珍惜吧！我們從小就要做很多事，他們的想法就是女

生嫁人就是別人的。（G1: 587）G1: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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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親子一體感

一體感是華人家族主義的情感特徵，意指所有家庭成員都歸屬一個整體之內（楊國樞，

2004）。由於本研究僅涉及親子關係，故命名時增加「親子」一詞，意指親子之間彼此融
合、緊密相連、並且期待成為家庭的一部分之教養概念。從父母的角度來看，孩子可視為

父母自我的延伸：

當父親要求我們要做什麼時，其實他是在成就他自己⋯他把很多人生往上追求的⋯他把很多人生往上追求的他把很多人生往上追求的

渴望放在孩子身上（H1: 227-229）。H1: 227-229）。）。

他們擔心（孩子）沒有聽我的，沒有按照我的期待，萬一出狀況了，做父母的會

沒面子，人家會指指點點，不是嗎？蒙羞嘛！（A2:423-425）A2:423-425））

相對的，從子女角度來看，被父母認可、有家庭歸屬感則是價值感的來源。

當我今天覺得我不被喜歡，或者家裡面沒有任何一個長輩覺得我是好孩子時，就

會覺得自己的歸屬感減小，同時自我價值也會比較低。（B2:377）B2:377））

（三）嚴教

嚴教一詞引自林文瑛與王震武（1995）對傳統華人教養的描述。在本研究中受訪者於
諄諄教誨、體罰的教養策略下，從小常被嚴謹規範，循規蹈矩：

我自己的生命經驗也是比較嚴謹的，我的家庭教育啦⋯..學校教育，都教我要中⋯..學校教育，都教我要中學校教育，都教我要中

規中矩、要嚴謹、行為要端正（E1:038）。E1:038）。）。

我覺得媽媽從小就很愛唸，會唸、會罵啦。（I1:298）I1:298））

（我爸媽都是）比較傳統的概念，認為打孩子就是在教、在教育，如果沒打就是

沒有教他。（G1:134）G1:134））

二、權威教養的成長經驗與回應

基本上，所有受訪者都經驗到程度不等的權威教養；所有受訪者體驗到的成長經驗與

心理行為的回應，約略可歸納成權威關注與自我關注。

（一）權威關注的受苦體驗：自我被壓制

權威關注（authoritarian regard）意指在傳統華人權威教養下，子女在權威者／父母面前
會抑制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以權威者的想法為參照觀點，順從其意志，表現出權威者期待的

行為，以獲取生存地位與籌碼。此一互動關係會透過權威者的增強而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穩定

的心理與行為特徵，所以當個體從子女角色轉換成父母角色時，也會轉換成權威者姿態，要

求子女順從己意（這個部份可從下一個範疇突破權威關注的生命轉換經驗中觀察到）。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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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關注的教養下，大部分的受訪者因為自我被壓抑而有受苦、甚至創傷經驗，試述如下：

1.自我需求與情緒的抑制

受訪者在權威教養下常是拙於情感表達：

我不太會表達自己情緒，大多是比較沉默的，我的家庭文化脈絡是：我是不太表

達情緒的那種，我的家人也都不太表達自己情緒（D1:058）。D1:058）。）。

2.間接的需求滿足之道

在權威教養下為了滿足經常被壓抑的情感與需求，常會採取兩個策略，其一是陽奉陰

違：

（小時候）媽媽睡午覺，我們只是偷偷跑到學校去玩一下喔，回來就要順道帶一

點任務性的，如果你回來是空手，一定會被罵：「怎麼跑掉不在家裡好好看書？

跑出去幹麻？」⋯⋯我們家有那個大竈，是要燒食物的，我就撿了兩捆回來，跟⋯⋯我們家有那個大竈，是要燒食物的，我就撿了兩捆回來，跟我們家有那個大竈，是要燒食物的，我就撿了兩捆回來，跟

我媽說我是去撿樹枝（F1:140）F1:140））

其二是間接請託：

爸爸聽爺爺、我們教爺爺怎麼做，我們可以從爺爺身上滿足我們的需要（笑）。

（D1:122）D1:122））

3.自我價值感的貶低

在權威教養下，受訪者常缺乏被肯定，且常被挑錯、不受尊重，故常感到挫折、無

奈、自我無法展現、自信缺乏；此時最渴望的就是被理解與支持。

訪談者：妳好像一直在被批評的環境長大。

受訪者：對，沒錯，就是這樣子。所以，自信怎麼來啊？（A2:905-906）A2:905-906））

在此氣氛下成長，面對權威時，即使受到誤解，也難以自我肯定的解釋。

（對我而言）當時老師還是權威⋯⋯老師覺得我的研究計畫好像抄襲他⋯⋯我簡⋯⋯老師覺得我的研究計畫好像抄襲他⋯⋯我簡老師覺得我的研究計畫好像抄襲他⋯⋯我簡⋯⋯我簡我簡

直把他複製了；我也不敢表明啦，很讓人家生氣的討論過程就是了。我們兩個都

很挫敗，因為我講不清楚，其實很想告訴老師：「老師，我很想得到妳的認可。」

（D1:298）D1:298））

（二）權威關注的正向體驗

1.順從、自制

然而在權威教養下也有順利成長者，其共通點為順從、自制、有界線、能達到權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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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者的要求，因此也殊少被體罰。

我們也很乖啦，不是那麼常違規，會自己約束自己；雖然小孩難免會做錯事嘛，

但是我印象中幾乎沒被打過。（I1：288）I1：288）：288）288））

2.條件式的親子界線

當受訪者順從性高，不用父母操心時，常可在被信任的條件下形成親子界線；但也隱

含著：此親子界線並非以無條件地存在受訪者與其父母之間。

我很乖啊，大人講、我就會做啊⋯我的順從性很高，在青少年階段沒什麼叛逆性⋯我的順從性很高，在青少年階段沒什麼叛逆性我的順從性很高，在青少年階段沒什麼叛逆性

（E1:199-201）⋯我也不讓她操心，跟我媽媽的母女關係裡，我經驗到的是被信任，E1:199-201）⋯我也不讓她操心，跟我媽媽的母女關係裡，我經驗到的是被信任，）⋯我也不讓她操心，跟我媽媽的母女關係裡，我經驗到的是被信任，⋯我也不讓她操心，跟我媽媽的母女關係裡，我經驗到的是被信任，我也不讓她操心，跟我媽媽的母女關係裡，我經驗到的是被信任，

就是我們是有界線的。（E1:389）E1:389））

（三）自我關注的正向體驗

自我關注（self-regard）相對於權威關注，在本研究中意指一種教養概念與實踐，其
重視親子互動時彼此的自我覺察、想法與感受的表達、個人特質的突顯、清晰的人際界

線、以及追求自我價值信念的實踐。基本上，受訪者在原生家庭的自我關注經驗不多，且

往往不是源自親子互動。比較豐富的自我關注經驗是發生在離開原生家庭之後，此部分將

於下個範疇突破權威關注的生命轉換經驗呈現；以下先呈現受訪者早年在原生家庭中的自

我關注體驗：

1.獲得陪伴

E提到童年時，姊姊對其情緒表達的包容令其印象深刻：
我姊姊大我四歲，就一直很穩定地陪我，我們的成長過程⋯⋯就是在我情緒起伏⋯⋯就是在我情緒起伏就是在我情緒起伏

的時候，她是有那個能力去 hold住我的。（E1:440）hold住我的。（E1:440）住我的。（E1:440）E1:440））

2.自由探索

三代同堂中，對照父母的權威，祖父母的寬容讓受訪者有自我探索的機會。

我們是三代家庭，我的童年經驗裡父母比較權威，我在父母面前一定是紀律的、

乖乖坐好。可是我爺爺奶奶帶我時，（他們）不管我，我就有自己發揮的空間，我

覺得放任式的生活給我很多樂趣和發現（D1:112）D1:112））

3.自我抉擇

所有受訪者中，C體驗到最少權威教養、最多自我抉擇、自我負責。
我覺得自由選擇很重要，當我做了選擇，我要負責，我會遇到什麼問題？這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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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時很重要的考量（C1:500）⋯...比如說選大學好了，我爸媽希望我在 XX唸，C1:500）⋯...比如說選大學好了，我爸媽希望我在 XX唸，）⋯...比如說選大學好了，我爸媽希望我在 XX唸，⋯...比如說選大學好了，我爸媽希望我在 XX唸，比如說選大學好了，我爸媽希望我在 XX唸，XX唸，唸，

我阿嬤則說女生唸 YY系就好了，後來我想就頭昏了，乾脆都不要⋯⋯就自己跑YY系就好了，後來我想就頭昏了，乾脆都不要⋯⋯就自己跑系就好了，後來我想就頭昏了，乾脆都不要⋯⋯就自己跑⋯⋯就自己跑就自己跑

到最遠填 OO，他們不會強制去管我怎麼填。（C1:577-580）OO，他們不會強制去管我怎麼填。（C1:577-580），他們不會強制去管我怎麼填。（C1:577-580）C1:577-580））

三、突破權威關注的生命轉換經驗

（一）反抗權威教養

受訪者反抗傳統權威教養的表現可歸納成三個類別：

1.試圖擺脫權威教養

從小被嚴厲對待、被體罰的受訪者，幼年時期就對權威教養反感：

小時候父母這樣權威對待我時，我裡面有一個聲音：我以後不要跟你們一樣！

（A2: 531）A2: 531））

2.從成長經驗搜索認同的教養方式

此種成長經驗來源有二。其一，某些受訪者認同嚴教，因為在家庭內嚴教氣氛下養成

人際規範（家庭外的人際界線），使其有順利的成長經驗。

父母就常教我們，行為要怎樣，譬如有人在吃東西時，不可以看著他，好像跟人

家要東西⋯（這讓我）尤其是在人際互動，界線蠻清楚的，我也認為人際界線很⋯（這讓我）尤其是在人際互動，界線蠻清楚的，我也認為人際界線很（這讓我）尤其是在人際互動，界線蠻清楚的，我也認為人際界線很

重要。（E1:046）E1:046））

其二是自我關注的經驗。在權威教養下，受訪者可能也有父母之外的照顧者提供自我

關注的經驗，例如自由探索經驗、為自己選擇等，試舉例如下：

爺爺奶奶讓我很放鬆，放任式的生活給我很多樂趣（笑），我也覺得自由很重要

（D1:124）⋯⋯人總會往自己優勢的地方走，會自己選擇自己要的，就讓他自己D1:124）⋯⋯人總會往自己優勢的地方走，會自己選擇自己要的，就讓他自己）⋯⋯人總會往自己優勢的地方走，會自己選擇自己要的，就讓他自己⋯⋯人總會往自己優勢的地方走，會自己選擇自己要的，就讓他自己人總會往自己優勢的地方走，會自己選擇自己要的，就讓他自己

選擇，他應該不會做太離譜的事情。我蠻相信這個部分（D1:210-212）。D1:210-212）。）。

3.既討好又叛逆

有些受訪者對權威教養方式心生反抗時，也會同時有討好的矛盾心態：

當我覺得 power越來越強時，覺得自己也 ok、不需要你們，那是一個叛逆的自power越來越強時，覺得自己也 ok、不需要你們，那是一個叛逆的自越來越強時，覺得自己也 ok、不需要你們，那是一個叛逆的自ok、不需要你們，那是一個叛逆的自、不需要你們，那是一個叛逆的自

我、自我價值感較高的自我；可是我也有一個脆弱的自己：總需要別人的眼神啦！

需要長輩對我說：「對啊！你還做得不錯。」（B2-385）B2-385））

（二）從修正性經驗重建人我關係

本研究的「修正性經驗」概念源自「修正性情緒經驗」（corrective emotional 



135從「權威關注」到「自我關注」

experience）。此概念可追溯 Alexander（1956）的主張，其認為案主經驗到與治療師之間
的實際情感是改變的條件；爾後，人際歷程治療取向進一步認為療效的關鍵，在於讓案主

與重要他人的議題得以在治療關係中重現，但是卻能從治療師的回應中體驗到與過去不同

的情緒感受（Teyber, 2000）；基本上，修正性情緒經驗在關係／經驗取向或團體治療中都
被視為療效因子之一（Beck, 1987; Yalom & Leszcz,2005）。本研究的「修正性經驗」也如
同「修正性的情感經驗」一樣，都是指個體透過預期之外的人際互動感受，促成改變與療

效的產生；但前者泛指源自各種人際互動，後者則是發生在諮商中的體驗。

1.從「權威關注」到「自我關注」的體驗

轉換關注焦點的體驗有三個來源，其一是「自我關注」的浮現。在權威教養中，個體

的自我與主體性並不被重視，因為關注的是權威者的意旨。因此受訪者一旦體驗到自我存

在價值、需求、想法與情感應該被尊重時，就會感受到修正性經驗。

我遇到一個天生的個人中心治療者，就是我老公。他給我自由、給我尊重，他不

會（語言上的）同理，但是他給我一個東西是：我在他眼中都是很棒的。我在我

媽的眼中什麼都不是，是很貶抑的！（F1:158）F1:158））

其二是被信任具有管理能力。華人權威父母會為受訪者決定、承擔後果。但是當受訪

者在包容環境中，體驗到自發性反省、負責時，就會感受到修正性的經驗：

（有一次發生車禍，對方受傷）我是期待會被罵的，在我的原生家庭裡，我一定

會被罵到不行啊！（但是我先生）沒有責備我，所以我不需要花力氣去抗爭跟抗

辯，然後我才開始反省⋯⋯我發現：要一個人內省，不是指責，而是更大的包容⋯⋯我發現：要一個人內省，不是指責，而是更大的包容我發現：要一個人內省，不是指責，而是更大的包容

跟支持。（F1:160-162）F1:160-162））

其三是體驗「自我關注」激發出來的能量。受訪者體驗到：若能覺察到真實自我的狀態，

就能夠感受到自我力量，更具自信心，而拋開對權威者的依賴，然後體驗到自我決定的修

正性經驗：

參加團體的過程當中喔，我才發現：原來人跟人之間是有這樣的感覺，跟我（早

年）的經驗是完全不一樣。（G1:597）G1:597））

如果我只是聽從父母，就會很害怕失去他們的肯定、怕失去他們的愛；但是當我

可以愛自己，就可以自我決定跟自我負責。（G1:619）G1:619））

2.建立「去權威化」的人際互動

受訪者在人我互動過程學習「去權威化」的努力，可歸納出三個要素：其一是努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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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對等互動，跳脫權威順從的互動；此過程中，自我覺察與生活中的積極試煉是非常關

鍵的：

（碩一時看到某同學）表達時一點焦慮都沒有，可是我卻會放在心裡面不敢說。

直到碩二，老師邀我說話，假如我還沒想到，才敢說：「我還沒想到，可不可以

先跳過去？」要不然又會胡亂說一些連自己都聽不懂的話。剛開始老師跟我討論

論文時曾說：跟我討論好無趣噢！可是後來我的意見跟老師不太一樣時，我發現

老師的眼睛是很高興的：「嘿！妳想到這個我沒想到。」這個過程沒有那麼快，中

間還經過了蠻多過程。（D1:138）D1:138））

其二是釐清自我與權威的界線。在一體感的思維中，子女是父母的延伸，但這常令受

訪者深感束縛；諮商強調的人際界線剛好可以突破一體感、釐清界線。

諮商幫我很大的忙，就是去打包好爸爸的那一塊是他的，而我已經長大了，可以

選擇自己的方向。這種西方個人主義的色彩，不管是哪個學派的，對我們這種太

被集體主義對待的孩子，我想是一種渴望吧！（H:201）H:201））

其三是成功對抗權威的體驗。從權威關注的立場來看，對抗順從權威不僅不符合社會

期待，也被譴責。但是若能突破權威的壓迫與干涉，就是一個修正性經驗。

（受訪者沒有順從權威上司期待的時間去報到）連續好幾天每個同事都給我下馬

威⋯⋯他們有非常多不合理的表達，但是我就是撐過去，他們就拿我沒有輒，就⋯⋯他們有非常多不合理的表達，但是我就是撐過去，他們就拿我沒有輒，就他們有非常多不合理的表達，但是我就是撐過去，他們就拿我沒有輒，就

這樣放了我。我覺得自由選擇很重要，當我做這個選擇，自己就要準備好⋯⋯我⋯⋯我我

相信的是尊重，並不相信權威。（C1:500-502）C1:500-502））

（三）突破權威教養的親子關係

當受訪者從修正性經驗重建人我關係之後，都會試圖把這種新的人我關係遷移到原生

家庭中與父母的關係、以及自己與孩子的親子互動中：

1.與父母重構親子關係

此可分為兩方面來看，其一是體諒並尊重父母的權威教養。受訪者隨著生命歷程的發

展，經歷婚姻、育兒的歷練後，比較能同理、接納父母當年對自己嚴教。

對父親那塊也比較軟化，大概自己在這四五年中，結婚、懷孕、生小孩，角色很

多的變化，比較能回頭原諒當時父親如此嚴格。（H1:165-167）H1:165-167））

接受諮商後，我慢慢接受我爸可以有他的生活方式，我可以有我的生活方式；儘

管早年他的宗教信仰、某些決策對我是有些傷害。（H1:233-237）H1:233-237））

其二是營造類平輩的分享關係。類平輩一詞引自林文瑛與王震武（1995），意指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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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如朋友手足般，其相對於傳統華人親子階層的尊卑觀點。本研究發現：當父母能放下

身段面對受訪者的情感時，就有機會營造類平輩的關係。

過去我跟媽媽的關係是：我很關心我媽媽，但是我不敢、也不知道如何開口安慰

他，因為權威家庭不會有小孩安慰大人⋯外婆過世前，我打電話告訴媽媽：「現⋯外婆過世前，我打電話告訴媽媽：「現外婆過世前，我打電話告訴媽媽：「現

在外婆中風變成植物人，媽媽天天照顧她，就像外婆當時在照顧小嬰兒一樣。」

我媽可能從來不知道我這麼關心她，一直在注意她。那次是我從學校得到一種學

習，然後我回家試著打破權威界線，此後我們就從權威有點轉過來，可以比較對

等、自然的談話。（D2:144）D2:144））

2.建構自我關注的教養關係

受訪者總是努力採取自我關注教養方式。其作為可分為四：其一是清楚的親子界線。

育有子女的受訪者都不想承襲傳統的一體感，而欲以清楚的親子界線代之，希望子女擁有

自我發展空間，不再期待子女完成自己未完成的夢想：

（女兒表示國中畢業要當街頭藝人）我那時欣賞著聽著，就說：「好啊，妳去做

啊。」⋯我覺得要以孩子為主，讓她知道：只要她想做，她都可以去試。所以我⋯我覺得要以孩子為主，讓她知道：只要她想做，她都可以去試。所以我我覺得要以孩子為主，讓她知道：只要她想做，她都可以去試。所以我

很喜歡說：有夢，你就做；有夢，你就嘗試（F1:120）⋯⋯這是她的人生，我不F1:120）⋯⋯這是她的人生，我不）⋯⋯這是她的人生，我不⋯⋯這是她的人生，我不這是她的人生，我不

會要她去完成我的夢想。（F1:306）F1:306））

其二是避免以體罰作為權威教養工具。深諳體罰之苦的受訪者，都會避免體罰子女，

並思索替代方式來教養子女。

我學了這些東西（諮商）之後，好像會比一般的家長舉起手來打孩子的時候，更

快一點去想到：其實還有可能有其他的方法。我就把我的情緒先放下來，然後去

聽聽這個孩子講什麼。（H1:203）H1:203））

其三是接受子女表達情緒。不需像自己過去一樣的壓抑。

女兒現在三歲多嘛，叫她關電視，她都很生氣啊⋯⋯我跟她說：「對啊，爸爸把⋯⋯我跟她說：「對啊，爸爸把我跟她說：「對啊，爸爸把

電視關掉，讓妳很生氣啊。」我一開始就可以接受我女兒是可以生氣的，我不希

望再（像我一樣地壓抑情緒），她也說：「對啊，生氣。」雖然她嘴巴唸說討厭爸爸，

但是她還是跟我很好啊！（I1:458-460）I1:458-460））

其四是以親子遊療改善親子關係。由於有些權威教養早已在不自覺的情況下滲入，受

訪者也會運用親子遊戲治療，扭轉自己的權威態度與親子關係。

親子遊戲治療也是促進關係，我想要讓她（老大）紓解壓力，另一個就是想要增

進我們之間的關係（F1:292）⋯老二也有進遊戲室。（F1:322）F1:292）⋯老二也有進遊戲室。（F1:322））⋯老二也有進遊戲室。（F1:322） ⋯老二也有進遊戲室。（F1:322）老二也有進遊戲室。（F1:322）F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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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阻礙親子間自我關注的因素

某些受訪者沒有順利突破權威順從的親子關係，顯示有阻礙因素存在而產生中介效

果。試說明受訪者難以擺脫權威教養的現象及其可能的原委：

1.對子女：難以擺脫內化的權威教養

受訪者希望扮演不同於權威父母的教養者，卻不易擺脫，初始時甚至不自知：

老大在三歲之前，我努力的去做一個「跟我媽媽不一樣的媽媽」，可是老公卻跟

我說：「妳大聲罵妳女兒的樣子跟妳媽真像！」。（F1:118）F1:118））

2.對父母：權威順從關係依然堅韌

對父母難以擺脫權威教養的原因，可能是源自受訪者或其父母所造成：

首先，受訪者倘若修正性經驗尚未足夠，尚未取得內在自我協調的平衡，加上無法預

期改變的巨大衝擊，可能就會留在目前可接受的狀態：

我跟媽媽的關係還蠻深的⋯⋯我其實是一直帶著它在走我整個生命，我不確定到⋯⋯我其實是一直帶著它在走我整個生命，我不確定到我其實是一直帶著它在走我整個生命，我不確定到

底要怎麼處理這件事情，很多時候是把它蓋住的（B2:473）⋯⋯我還是覺得她B2:473）⋯⋯我還是覺得她）⋯⋯我還是覺得她⋯⋯我還是覺得她我還是覺得她

是重要的，而且我知道她影響著我怎麼看待我自己，可是我不見得準備好要去面

對；我很怕關係的改變會是我跟她靠近了，她的掌控又會出來（B2:477）⋯⋯我B2:477）⋯⋯我）⋯⋯我⋯⋯我我

幾度想處理，可是我都沒有辦法，我都逃掉了。也許是我自己假設出來的恐懼，

可是那真的存在。目前我跟我媽的關係就是我們兩個覺得 ok的狀態。（B2:483）ok的狀態。（B2:483）的狀態。（B2:483）B2:483））

其次，就父母的角度來看，若父母無迫切改變的壓力，可能只會承認與覺察，但卻安

於現狀：

（對孫子也是重男輕女）到現在我媽還會在我面前說：「妳姊姊生的是兒子，所以

對他特別好⋯⋯沒有辦法，我就是重男輕女。誰要她（生的）是男生嘛！誰要妳⋯⋯沒有辦法，我就是重男輕女。誰要她（生的）是男生嘛！誰要妳沒有辦法，我就是重男輕女。誰要她（生的）是男生嘛！誰要妳

（生的）是女兒嘛！」（F1:098）F1:098））

此時如果父母堅持既有的權威互動模式，但是受訪者想跳脫，就會產生緊張、衝突。

那麼大了還在打（我）⋯因為我要嫁的人不符合他們的期待（G1:549-551）⋯⋯⋯因為我要嫁的人不符合他們的期待（G1:549-551）⋯⋯因為我要嫁的人不符合他們的期待（G1:549-551）⋯⋯G1:549-551）⋯⋯）⋯⋯⋯⋯

我就真的敢反抗他們（指父母），這是我自己的人生，我不需要任何事情都要聽

你們的啦，我從以前都是要聽你們的啦。（G1:615）G1:615））

整體分析結果如圖一所示。首先，在家長本位的教養下，受訪者早年經歷到權威教養

的成長經驗與回應，其中權威關注的受苦經驗與權威關注的正向成長經驗形塑出權威關注

的心理行為特徵，而有限的自我關注的成長經驗則形塑出自我關注的心理行為特徵。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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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有受訪者都成長於程度不一的權威教養環境中，也都一致的反抗權威教養；隨著生命

發展過程，受訪者逐漸從修正性經驗重建人我關係，並努力將此經驗帶回自身的親子關係

中，並且試圖突破權威教養的親子關係，但也都遇到阻礙親子間自我關注的因素；由於每

位受訪者的內外在資源不同，所以突破的情況有所差異；惟，只要有所突破，都會再強化

自身對權威教養的反抗，形成突破權威關注的生命轉換經驗的循環。

圖一　受訪者從「權威關注」到「自我關注」的生命經驗轉換

註：圖中實線表示從一個狀態進入下一個狀態，虛線表示部分未完全順利進入下一個狀態。

肆、討論與建議

一、討論

（一）個人理論的建構：治療理念的契合v.s文化考量的實踐
就研究結果來看，受訪者普遍呈現從權威關注到自我關注的轉換趨勢，這對受訪者個

人的治療理論建構與實踐有何意涵？由於建構個人治療理論必須整合治療理論、生命經

驗、實務經驗（吳麗娟，2001；楊明磊，2000；Brems, 2002; Corey, 2012），試就此角度
進行討論。

1.理論的契合：從權威關注到自我關注

從權威關注到自我關注的教養轉化趨勢，意味著受訪者的遊療理念與教養概念兩者

的契合化。自我關注的教養概念重視親子互動過程中彼此的自我覺察、自我想法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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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達、清晰的人際界線與自我實踐，此立場反映的是現代西方個人主義的價值觀點

（Baumrind, 1996; Goldenberg & Goldenberg, 2008; Stern, 2009），因此與遊戲治療有相同哲
學內涵（參見 Bernal & Castro, 1982; O’Connor, 2000）。此種轉化趨勢顯然可以降低個人
治療理論可能出現的內在衝突。

2.宜增加多元文化諮商的考量

當受訪者秉持現代西方的教養概念時，如何處理傳統權威教養依然堅韌的案主家長

呢？就本研究結果來看，即便是專業人員（受訪者）的轉化過程都不容易了，如何在遊戲

治療過程中有限的親職介入，期待深植權威教養概念的案主家長迅速實踐自我關注的教

養概念？北美的研究顯示，直接將西方治療理念運用到其他文化族群，會降低諮商效益

（Pedersoen, 2000; Sue & Sue, 2008），因為其中會有價值衝突（Corey, 2012）；國內研究亦
指出：遊戲治療的主要困境之一就是教養系統的介入（高淑貞、蔡群瑞，2009；曾璟婷，
2005；黃梅芳，2008），這也令研究者聯想到：當台灣遊療師認同自我關注的治療理念，
但卻缺乏文化考量時，是否就是困境的原因之一？值得進一步釐清。

（二）從權威關注到自我關注的理解與引發的議題

本研究結果顯示受訪者早年成長於華人權威關注的教養脈絡，但是現在卻認同自我關

注的教養概念。以下試詮釋此結果、並探討引發的困惑。

1.為何受訪者一致性地認同自我關注的教養概念？

此可從三個層面來理解：首先，社會文化變遷的縮影。台灣近幾十年來經歷經濟奇蹟、

政治解嚴、總統直選、個人主義等民主化的趨勢，從「權威關注」到「自我關注」似乎就

是大社會文化轉換的縮影。這種傳統華人特質鬆動、自我取向增強的趨勢（Yang, 1986, 
1996）也發生在其他華人地區，例如Wan、Chiu、Peng與 Tam（2007）在北京大學的調查，
就發現大學生傾向西化的價值表徵；Lu 和 Gilmour（2004）也發現年輕、教育程度高、住
在大都市者有較明顯的獨立我之特質。本研究受訪者的背景大致符合西化程度高者。

其次，心理社會的發展。受訪者突破權威關注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成熟因素；隨

著成長、自我功能的提升、獨立因素的具備，因而構成突破權威父母的基本條件。其二，

修正性經驗的體驗與省思；受訪者體驗到伴侶、諮商師、同儕、師長所提供的自我關注後，

促其在反抗權威關注時，找到替代性的方向。

再者，專業認同。受訪者都是遊戲治療師，自我關注是基本的專業立場，隨著專業

的成長，勢必加深對自我關注的實踐與認同；由於自我關注與權威關注彼此有諸多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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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無怪乎前導研究時受訪者就對權威教養特別聚焦；尤其當受訪者自許為專業人員，面

對個人主義已成為社會、教育文化的主流思潮時，自然會審度時勢、與時並進，以求專業

精進，故而一致地產生相似轉化，沒有出現多元文化的變異性。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

採取回溯的資料蒐集方法，因此受訪者對於回憶內容的評價，勢必受到現在觀點「汙染」

（Kunda, 1999），因此過去在權威教養下即使有「嚴父、子孝」的正向認同與感受，可能也
會受到目前自我關注立場的篩選，而予以負面的解讀，此實為理解本研究結果時應謹慎之

處。

2.為何受訪者皆有權威關注經驗？

本研究結果中令人困惑的是：受訪者年齡橫跨 25-45歲，早年皆一致地體驗到「權威
關注」，為何沒有因為社會變遷而有代間差異？可能是因為台灣社會劇變是近二、三十年

才開始，但是做為教養概念基礎的文化價值觀卻非常緩慢變遷（Chao, 1994; Harkness & 
Super, 2002; Hulei et al., 2006），因此受訪者在幼年階段仍能普遍體驗到傳統權威教養概
念。

（三）難以擺脫的權威教養與權威關注

受訪者的教養概念雖轉換到自我關注，權威關注卻難以擺脫。試詮釋其原因如下：

1.傳統華人家庭價值觀構成權威教養的基石

從動態建構觀點來看，文化是一個整體，不是部分的總合，只要文化結構的某一個點

被激發，就會啟動文化內涵的展現（Chiu, 2007; Hong, 2009）；由於台灣社會深受傳統華
人文化影響，因此相關文化訊息隨手可得，這些訊息不僅會活化權威關注的教養方式，也

會活化與之相關的文化規範與價值觀，使之成為教養的重要內涵（Chao, 1994; Harkness & 
Super, 2002; Hulei et al., 2006）。此也恰如本研究結果所示：在傳統華人的一體感脈絡中，
親子成為榮辱與共的共同體，父母必須概括承受子女的發展結果，因此父母的權威教養概

念就容易被激發，幫孩子做決定，以免孩子出現問題，而使自己丟臉、受到「子不教，父

之過」的譴責。加上面子、傳宗接代（楊國樞，2004）、讀書上進（Miller, Wiley, Fung, & 
Liang, 1997）的價值觀催化，使得權威教養更加容易被激發。

2.權威教養具有傳遞家庭價值觀的功能

另一方面，權威教養方式亦是傳遞傳統華人家庭價值觀的強力工具。當家長權威地位

穩定，家長本位的意識得以伸張，並且透過嚴教讓子女對父母產生敬畏時，在嚴謹肅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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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下遵從父母的規範，傳統家庭的價值體系往往就可順利傳承。

綜而言之，華人權威教養方式並非獨立存在，其一方面以面子、學業成就等價值觀作

為基礎，一方面又是這些價值信念的傳遞工具。所以研究者大膽假設：在現代台灣社會中，

權威教養雖有式微的趨勢；但是只要傳統家庭價值觀存在，權威關注的教養方式暫時還是

難以擺脫的。

3.穩固的認知結構

當權威教養與相關家庭價值觀穩固存在時，其所衍生出來的權威關注就會成為整體認

知結構的一部分，並且與其他結構構成一個彼此相容的關係。此時，如果遇到與權威關注

有所衝突的觀念（例如自我關注），個體也就不容易接受；即使勉強接受，這個新的觀點

也會與其他結構衝突、難以連結（Kunda, 1999），這使得權威關注在教養方式中仍然相當
堅韌。

（四）現代與傳統教養概念的消長？共存？

文化價值觀是教養信念與教養目標的基礎（Ho,1986），隨著華人社會的變遷從農業社
會走向民主社會的價值趨勢（Lin & Fu, 1990），民主教養方式已逐漸被廣泛採納（郭淑雅，
2007）。雖然本研究受訪者的教養概念也呈現「從權威關注到自我關注」的轉化趨勢，但
是傳統權威教養卻仍有其堅韌的影響性！顯示兩者的消長過程可能呈現來回不斷的測試與

折衝、甚至共存的關係；此歷程頗為複雜，且遍佈在受訪者整個成長過程中，因此受訪者

在訪談過程中不易敘說清楚，故研究者擬以 Hong等人的動態建構觀點（Hong, 2009），解
讀此一歷程（參見圖二）：

圖二　從「權威關注」到「自我關注」的教養概念轉化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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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權威關注的循環

就研究結果來看，雖然權威關注與自我關注是同時出現在受訪者的原生家庭教養情境

中（可取得性），但是在歷史文化的傳承上，當時父母習於權威關注的教養方式（可接觸

性），此乃因其比較契合父母的價值認同、認知結構、置身的脈絡要求（可應用性），此時

受訪者正處於圖二左側的權威關注之處。彼時受訪者正值年幼力弱、凡事需仰賴父母，為

了避免與父母有牴觸，故而習於以父母的想法為本位，壓抑自己的情感／需求／行為，然

後再透過陽奉陰違或以間接請託來滿足自我。在此種自我處處受限、心理感到被控制的情

況下，負向感受（受苦經驗）勢必油然而生，低自我價值感也就想必當然爾；此部份可從

研究結果的「權威關注的受苦體驗：自我被壓制」一窺究竟。雖然某些受訪者經歷到自我

關注的正向經驗，但是這些經驗主要來自祖輩、姊姊等「輔助」的教養者，因此份量遠不

及於受苦經驗。

2.修正性經驗促成關注焦點的移轉

關注焦點的轉移源自修正性經驗──被尊重、傾聽、包容的體驗。從圖二右半部來

看，這是一種令受訪者感到解放的正向感受，一旦正向感受達到某個程度，量變產生質

變，即可促使受訪者建立起高自我價值感；基本上此可視為滿足受訪者目前觀點所需的行

為模式（可應用性）。從Hang （2009）的觀點來看，自我關注的教養方式理應原本就存在（可
取得性），只要受訪者在信念層次上意識到個人想法、需求／情感的表達是理所當然的，

在行為層次上就會開始自我管理、自我決定、對抗權威；那麼受訪者的自我關注即可運作

了（可接觸性）。一旦自我關注有助於脫離受苦經驗，並且符合遊療理念，受訪者的認知

結構將從舊有的權威關注遷移／擴展到自我關注（可應用性）。此部份的研究結果收錄在

本研究的從修正性經驗重建人我關係的範疇中。

3.「權威關注」與「自我關注」的往返移動

修正性經驗雖然有助於導向自我關注（圖二中間實線箭頭），但是受訪者處身在傳統

華人文化仍然相當堅韌的台灣社會中（Lu, 2008; Lu & Yang, 2006），全然的自我關注未必
讓權威教養者首肯，例如在阻礙親子間自我關注的因素範疇就顯示：當受訪者欲將修正性

經驗遷移到原生家庭或自身的親子關係時，未必能如願，因此受訪者難免回復到權威關注

的互動方式；其原委可能是因為價值規範是最不容易改變的文化成分，卻又是教養的基本

內涵（Harkness & Super, 2002; Hulei et al., 2006），這意味著只要傳統華人價值觀持續存在，
就難免返回到權威關注（圖二中間的虛線箭頭），這個論述剛好可以回應前述所提「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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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的權威教養與權威關注」之討論。惟，從受訪者的經驗來看，這是一個長期、來回不

斷、逐漸朝向自我關注的追尋過程。

二、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在華人權威教養脈絡下，受訪者從小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權威關注經驗，其範圍從受

苦到正向經驗皆有，並因此形塑出權威關注取向的自我特質；但也有少數受訪者體驗過自

我關注的教養方式，而形塑出自我關注的特質。但不管經驗到的權威教養程度如何，受訪

者都一致反抗權威教養概念。隨著年歲增長，受訪者在主動尋求或因緣際會底下，從祖

輩、伴侶、師長、手足、專業同儕、治療等關係中獲得有別於權威／順從互動的自我關注

之修正性經驗，使其自我的主體性提升。基本上，受訪者都會將這種新的自我狀態帶回自

身的親子互動中；但因每位受訪者內外資源有別，故修正親子間權威關注的程度不一；但

只要有所修正，又會強化對權威教養的反抗，形成一個循環。

（二）研究限制

1.教養概念的流動性

受訪者的生命經驗、教養概念會持續發展，恰似洪莉竹、陳秉華（2003）文化反省經
驗模式的論述。故本研究結果只能視為研究期間對於受訪者教養觀點與意義的詮釋；隨著

時間的推進，本研究結果的適用性可能有所變化。

2.研究關係難以單純化

台灣遊療社群不大，研究者與受訪者或多或少有所認識，難免對研究的進行造成影

響，例如先前印象、關係，或因熟識、競爭而使得個人資料分享有所限制。

3.本研究對象並沒有限定特定學派的遊戲治療師

本研究未以特定學派進行探究的考量有二：其一，文化考量為跨學派的能力與態度。

其二，台灣遊療社群有限，且常會融入不同觀點而成為折衷取向者，若要找特定學派、專

業與實務經驗豐富、又有意願接受訪談者，不易凑滿所需人數。

4.受訪者女多於男

受訪者共八女一男，年齡約在 28-45歲的遊療師，雖反映台灣遊療領域的現況，但因
年齡級距頗大，宜保守運用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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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

1.未來研究建議

（1）遊戲治療中的多元文化親職教養概念之研究1）遊戲治療中的多元文化親職教養概念之研究）遊戲治療中的多元文化親職教養概念之研究

未來可以延伸本研究結果的方向至少有四：其一，若台灣遊療師認同自我關注的教養

理念，面對深受傳統華人文化影響的家長時，如何介入才能展現出適切的文化考量呢？其

二，本研究結果顯示傳統華人的價值規範，例如一體感、面子、學業成就都會影響到家長

的教養概念；遊戲治療師面對不同的價值規範是否需要不同介入概念和策略？或者以一應

全即可？其三，本研究受訪者年齡橫跨 28-45歲，但是從「權威關注」到「自我關注」的
教養概念轉換趨勢，並無世代差異，雖然可能是專業認同所致，但仍值得進一步探究其確

切的原委。其四，近年來外籍配偶與台灣新住民劇增，其文化亦有其特殊性，遊療師該如

何展現出多元文化的家長介入能力？

（2）採行建構主義的研究典範2）採行建構主義的研究典範）採行建構主義的研究典範

在方法學有兩個建議：首先，近來諮商的質性研究增加越多，大多僅從方法學的層次

切入；本研究遵循 Annells（1996）等人建議，從科學哲學的基礎著手，此舉讓研究者遇
到瓶頸、思索解決之道時較有依據；因此建議後續質性研究宜從典範著手。其次，台灣遊

戲治療研究可多運用建構主義典範；原因有二：其一，為了避免直接移植源自西方的遊療

理念與現代西方教養概念，可以依此典範、透過對話與辯證融入本地視野，讓台灣社會文

化的特殊性有發聲的空間。其二，在研究倫理上，本研究採取真誠性效度評估標準，兼顧

研究雙方的利益，已超越實證主義被動顧及受訪者的無傷害性與自願性。惟，本研究仍

屬嘗試性質，尚未實踐真誠性效度中的催化真誠性（catalytic authenticity）與策略真誠性
（tactical authenticity）（Guba & Lincoln, 1989, 2005），建議後續研究可往前更進一步的實
踐。

2.實務建議

（1）加強遊戲治療師與親職概念有關之文化覺察1）加強遊戲治療師與親職概念有關之文化覺察）加強遊戲治療師與親職概念有關之文化覺察

儘管本研究受訪者都深具專業素養，但訪談之初被詢及教養概念及其文化覺察的議題

時，仍常感到困難。這透露著受訪者在過去的專業訓練過程中，可能較少觸及此議題。考

量親職介入對遊戲治療的重要性，以及治療師須釐清自身生命經驗與文化價值觀（Corey, 
2012; Sue & Sue, 2008; White, Gibbons, & Schamberger, 2006），因此未來有必要加強與教
養有關的文化覺察與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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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避免直接移植西方的教養理念2）避免直接移植西方的教養理念）避免直接移植西方的教養理念

儘管本研究受訪者已經體驗過修正性經驗、反抗權威教養，並且有明確的動機想要實

踐自我關注的教養理念，但仍是挑戰重重。倘若專業人員尚且如此，那麼對自我關注更陌

生、更疏離、從未經歷的案主家長，可能會面臨更多的挑戰、質疑、不信任。Chen（2009）
曾經提出自我協調（self-coordination）的諮商架構，或許可以做為實務工作的指引，亦即
先釐清現代華人教養概念的多元性、以及自身的生命經驗與價值觀對教養概念的影響，以

之作為專業實踐的資源，然後再開放性地理解家長受到傳統與現代教養概念的影響性，構

思出有文化敏感度的專業作為；而不是未經思考就移植西方教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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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uthoritarian-Regard” to “Self-Regard”: 
Exploring Taiwanese Play Therapists’ Transitio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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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itarian/compliance is an important ingredi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renting, so Taiwanese play 

therapists might own lots of experiences of “authoritarian-regard”. However, the rationale of play ther-

apy focused on “self-regard” characters. So, how Taiwanese play therapists identify a set of parenting 

conceptions is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research, following the 

constructivism paradigm, collected and analyzed data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Nine Taiwanese play 

therapists were recruited to be interviewees for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e results showed a transi-

tion for the interviewees that although the interviewees all experienced different levels of “authoritarian-

regard” parenting when they were young, they all consistently opposed to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This 

transition happened when interviewees gradually grew up and got the “corrected experiences” purposely 

or by chance from the interactions of grandparents, couples, teachers, siblings, professional peers, or 

therapists. These corrected experiences were different from “authoritarian-regard” and increased their 

autonomy. Interviewees all tried to incorporate this new experience in the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own 

parents and children. Not every interviewee successfully modified their own authoritarian interactions 

because different interviewees owned different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Basically, if interviewees 

can change their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then this transition would likely reinforce the disagreement 

with authoritarian parenting.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finding of this study were highlighted that it is 

better for Taiwanese play therapists to culturally coordinate their life experiences and therapeutic ratio-

nales concerned to practice.

Keywords: � �authoritarian-regard, grounded theory,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parenting conception, play 

therapist


